   湖南女界“五权宣言”的提出及引发的论争
   ——以湖南《大公报》（1921—1922）为中心
龙洁丽  万琼华 
摘 要：湖南《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湖南“最有影响、声誉最好”的地方性民营大报，该报在1921—1922年间对湖南制宪自治运动予以高密度跟踪报道，尤其关注湖南女界联合会的行动，使女界“五权宣言”成为社会舆论的聚焦点。考察湖南女界“五权宣言”提出的历史语境、引发的论争及背后渗透的性别冲突，进而作出一定的历史评价，无疑是极有学术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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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and argument of Hunan Women’s “Wuquan Declaration”
——Centering on the Hunan Dagong newspaper（1921—1922）
LONG Jieli  WAN Qionghua

Absract :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uo , Hunan Dagong newspaper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reputable local privately-run newspaper in Hunan , and its highly-densed trace report on the Hunan constituent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1921—1922 , especially its focusing on Hunan women's action , which has made Hunan Women’s “Wuquan Declaration” into the social consensus’ modal point . Undoubtedly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unan Women’s Wuquan Declaration’s historical context , areguments and the gender conflicts , and then making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which are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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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时期，康、梁为代表的男性精英提出“废缠足”、“兴女学”口号，开启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嚆矢。辛亥革命时期，先进女性以义务与权利对等性原则为理据，采取结团、撰文、请愿、创办报刊等形式力争女子参政权，在民初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参政活剧,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向前迈进。[1]五四时期，女学生以群体形式加入五四运动行列，践行“女国民”，不仅使妇女解放运动纵深发展，且完成其主体身份的建构。[2]至20世纪20年代，湖南女性接过女前辈的接力棒，藉湖南制宪自治之机，提出“五权宣言”（即参政权、教育权、职业权、婚姻自决权、财产继承权），以此汇入妇女解放运动洪流。解读湖南《大公报》（下文简称《大公报》）1921—1922年间有关湖南女子参政运动的报道，再现湖南女界联合会提出“五权宣言”的历史语境、过程及引发的论争，或能丰富湖南乃至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研究。

 

一、湖南女界“五权宣言”提出的历史语境

“任何一种思想，决无偶然产生之理，在某一时代，自依其特殊情势而酝酿而成”。[3]（P441）无疑，湖南女界“五权宣言”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远可溯及西方第一波女权运动的汹涌澎湃，近可联系湖南制宪自治运动的风潮云涌。
（一）欧美妇女参政权的获得：“五权宣言”的效法摹本

1920年前后，英、美、法、德、北欧等10多个国家的妇女先后获得参政权，有关西方第一波女权运动的各种言说经由报章杂志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成为我国妇女运动的他山之石，也使湖南女子参政运动获得合法性依据。欧美国家系先进国，在先进分子看来，它无疑代表了世界潮流。因而，在批驳省议员程希洛反对女子参政时，论者无一例外地嘲讽程对世界潮流的无知。蒋兆骧质问：“女子参政，在现世已成了一个不可抗的趋势，在欧美先进国，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怎么说‘尚成疑问’呢？”[4]伍毓秀亦指出：“经过这次欧战后，世界各国的女子几乎完全解放，拥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并以欧战后人们推崇理性的、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反驳女子体力不足不能参政的谬论。[5]事实上，以唐群英、张汉英为首的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就直接效仿了英国“战斗的参政派”的行动策略。湖南女界“五权宣言”几乎是西方女权要素即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婚姻权、财产权的翻版。毋庸置疑，正是在总结西方女权运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湖南女界体认到“五权”的获得必须以女性自身奋斗为前提和保障。

（二）湖南制宪自治运动：“五权宣言”的出台契机

1920年6月26日“驱张”运动告捷，“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的呼声随之提出。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于7月22日发表“祃电”，提出“非以湘政分之湘全体人民，不足迅速疮痍，速复元气”的主张，决计实行“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方略。[6] (P831-833) 11月赵恒锡担任湘军总司令后，制宪自治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藉此良机，湖南女界联合会于1921年3月5日宣告成立，以“发展女子能力，力争人权平等”为宗旨。3月29日，季雄撰文对“女权”进行了新的诠释：“我以为当此德谟克拉西弥漫地球，人人都有一种觉悟的时候。对于女权这个东西，在女子方面呢，应当说恢复，不得说要求……我对于此次起草宪法独一无二的主张，就是‘恢复女子人权’六个字。”[7]言下之意，女权即“恢复女子人权”。4月11日，女界联合会以民国《临时约法》中“人民包括男女”为依据，发表《自治根本法意见书》，提出女子应有的六项要求：（1） 女子须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2）女子教育当与男子同等；（3）女子职业须有与男子同视，不得歧异；（4）女子须有婚姻自主权；（5）女子须有承受父母遗产，保管财产权；（6）男子须实行一夫一妻制度。[8]为赢得审查员的理解与支持，5月3日女界联合会召开欢迎会，参加者100余人，先由吴剑、黎群铎等4位代表发言，申述“恢复女子人权”之理由，后由建本女校校长周天璞重申六项要求，实为参政权、教育权、职业权、婚姻自治权、财产继承权五项权利，即后人通称的湖南女界“五权宣言”。省议员陈子博对此予以高度评价，称“这次女界联合会，赶湖南正在制定自治根本法的时候，提出一种争女权的意见书出来；这算是女界同胞自觉的宣言，是向旧社会——男系制度——下一个总攻击的哀的美敦会，从运动女子运动到了实行女子运动”。[9]
为使“五权宣言”在宪法中得到确认，5月6日女界联合会提出修改宪法草案的五条意见：（1）第一章第三条后应附增一条，为“本宪法所称人民，系指男女全体”。（2）第二章第五条应改为“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论男女宗教阶级之区别”。（3）第一章第七条原文“人民有保护其私有财产之权”后应增加“人民无论男女”。（4）第二章第十八条原文“人民依法律有选举被选举及任受公职之权”后应“添无论男女四字”。（5）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原文“公民年满二十五岁以上。无左列情事之一者。皆有被选为省议员之权”之前应增加“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女公民”。最后强调上述意见系女界共识，并言明决心：“诸公如不采纳是不啻把我们置之死地……流血惨剧，就在目前”。[10]5月13日，省宪审查会围绕《自治根本法意见书》展开激烈争论。为与守旧派抗争，女界联合会以“五权宣言”为最高鹄的，在制宪自治运动中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澜。
 

二、围绕湖南女界“五权宣言”展开的论争

“思想界从来就是百家争鸣的，根本利益的不同可酿就大异其趣、甚至是云泥霄壤的思想纷争。”[11] (P53)而“思想纷争”折射了中国社会在观念形态变革之中的深思苦想。[12]（P395）湖南女界孜孜以求“恢复女子人权”过程中，守旧派的鬼魅身影如形随影，新旧两派在参政权、教育权、职业权、遗产继承权四大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宛如无硝烟的战场。

（一）关于女子参政权的论争

女子参政权是“五权宣言”的核心，围绕其展开的论争贯穿“制宪自治”始终。守旧派认为女子参政有违“女子不应抛头露面，而应在闺阁中绣花做女红”的传统，对女界“突然加入参政运动，顽旧者方嗤之以鼻，诧为奇谈”，[13]或污蔑女界“牝鸡司晨”，“大引以为不祥”，[14]或援引西方为例予以反对：“何以以美利坚夙号文明先进之邦，迄今国中女议员只有一人呢？……今以我国女子教育远逊于欧美各国，而欲于此时就登政治舞台，岂不近于滑稽，近于孟浪吗！”[15]更有甚者,以近乎谩骂的语气质问：“以未曾受过优良教育的国民，而予以自由权，不是同‘予疯人以利刃’的一样危险吗？”[16]
在各种反对的声浪中，审查员程希洛的声音最突出。其《不主张女子参政》一文1921年5月16日在《大公报》发表后，引起湖南各界广泛关注，无论是以集体名义还是个人名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编辑还是读者都介入讨论，论争持续近半个月，反驳程文之言论10余篇。程的反对理由如下：其一，女子参政，在欧美各先进国厉行民治百数十年，尚成疑问，我国学步之始，即欲驾而上之，有何把握？其二，各国女子皆受普通教育，能阅报作文者，十居七八……我省女子，具有此种程度者且百有一二，此知识薄弱之不可行也。其三，以现状言之，十年来之政局动荡……女子尚处安全无恙之地，今引而置之政潮旋涡中，出夷入险。为受重女子乎？抑牺牲女子乎？其四，闺阁淑媛，尚能以勤苦维系家庭之恩义……为地方风纪计之不可漫然而加入者。[17]概言之，程是从揖美追欧、知识不足、出夷入险、伤风败俗四面相不主张女子参政。
程文发表的第三天（即5月18日），第一女师第七班予以回击，打响了“驳程”的第一炮。针对程文第二条女子“知识薄弱”理由，反问道：“男子方面，在我国稍稍读书识字的，百人中又有几个？”以留洋归来的湖南女子为例证驳斥道：“就湖南方面的女子说；现在由东西洋毕业回国在社会服务的，他（她）的学问和智识，你们男子中有几个比得他上？我看你们应该反躬自问，有不有参政能力？有不有参政知识？不要胡乱蹂躏女权，捣乱宪法！”[18] 5月24日，第一女师第八班也发表公开信，针对程文第三条理由，反问道：“争督军也，争省长也，亦皆男子为之。非效之见者乎，非弊之出者乎。女子未参政，阁下则恐其无效而有弊；男子已为政，而弊言无穷，阁下独不言？”并影射程逆风而行是为了“盗名”和“出风头”。[19]显而易见，第一女师范的女学生群体矛头直指男性，成为“驳程”的急先锋，表明女生的群体意识和女权意识的初步觉醒。
针对女子因内化性别陈规，易于放弃自身权益的弱点，伍开榜忧心忡忡地指出，倘若“女子也自以为非分，再不敢尝试挑拨，一味听男子糊涂干去”，参政将无从谈起，进而鼓励女性战胜自我，主动出击。[14]易楚珩也强调女子参政的必要性：“就湖南现在的情形，要找一个顶好的法子，去解决女子‘教育’‘经济’‘社会服务’等等问题，非首先把政权弄到女子手里，使他们利用政治的手段，去发展向上的教育，扩张独立的经济，开发社会服务的机会，那就没有别底好法子。”[20]《大公报》主笔兼公更是为女界摇旗呐喊：“猛着先鞭，在东亚议士集会场中辟一新纪元之坐席，省宪法已予吾湘女界以均等之机会矣！机不可失，曷兴乎来！”[13]
（二）关于女子教育权的论争 

由于儒家秉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伦理观，受教育权专属男子，故“教育男子的机关，倒还应有尽有。惟独对于女子教育都视为不急之务。这是摧残女权的第一件大事。”[21]至制宪自治时期，时人认识到“‘一国的人，如果不能受同等的教育，就算不能平等。’所以谋现在妇女的平等，必定要先谋教育的平等咧”，[22]女子教育“断不能任之何人之专制和包办而不顾的”。[23]以及“女界欲求平等之幸福，必先去瞽盲之障碍。” [24]文竹君更是条分缕析地指出女子接受教育的四种好处：（1）可免社会一般民的轻视，能够独立自谋生活；（2）可免丈夫的虐待，必会跳出男子圈套，不受他的支配笼络；（3）可造成贤妻良母；（4）可减轻丈夫的责任。 [25]尽管文竹君的观点仍残留着传统贤妻良母的印迹，但争取教育权以获经济独立的观点已昭示其思想的进步性。

然而，守旧派对女界争取教育权的要求予以嘲讽：“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8]对此，时任周南代用女子中学督学的陶斯咏一面痛击之，一面支招：“女子要有与男子享受同等教育之权利……不分男女要一律强迫。不能因其是女子，便敷衍了事。”[26]针对女界联合会提出修改宪法草案中的“第七章第七十一条——全省人民，无分男女，自满七岁至十一岁，皆由继承受教育之义务”，守旧派讥讽道：“谁也知道是包含男女在内。而草案上定要指明男女，又何必呢！”女界联合会郑重回应：“这一条我们觉着最重要，所以也要求把他特别表明出来。”[10]后来又有审议员提出删去“享受同等教育”前面之“无分男女”四字，激起女界愤概，她们发表《对于审查员之希望》，谴责道：“是直视我千五百万女同胞为无人格！破坏原案，蹂躏女权，昏聩糊涂，至于此极！”[27]
（三）关于女子职业权的论争

女子职业权的呼声早在五四时期就已进入主流话语，如《山东女权运动同盟会宣言》提出“要使女子的经济独立，第一先要将一切职业对于女子公开。女子有了一定的职业，自然便有了一定的收入。经济自由，当然不至再受男子的牵制。”[21]女界联合会正是基于这种体认，才提出职业权的诉求。对此，守旧派却言之凿凿地列出数条反对理由：（1）妇女是家庭的制造者，她们的生活就是在家庭内抚养儿女；（2）她们在家庭以内所做的生活，已经很多，断没有闲暇工夫去做工业生活；（3）劳工能损妇女的身体，而且她们的儿女因受此极大的影响；（4）妇女做了工业的生活，男工的工价必定要减少。[28]钱翼民似乎窥破了他们的企图，警醒女界：“因为女子做男子的附属品，一切权利上都没有平等，所以到这样的地步，都是因为女子在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力能”，“女子一旦进入工业，一切不平等的习惯，无人道的待遇，都可扫除。”[28]陶斯咏进一步指出，解决女子职业即“解决社会问题”，如其所言:“（女子）十三岁以后，即实行以自己口职业，维持自己的生活，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毕竟女子生活不能独立，总是社会的赘疣。故维持女子生计，即是解决社会问题。” [26]
针对守旧派援引“女子虚弱”的生物决定论作为立论依据，伍开榜反问道：“男女间仅生理作用上稍微有点差别，为什么女子不能胜任呢？”继而控诉女子身体虚弱应归咎于缠足、蓄发，是男权制导致的结果，不应成为女子被剥夺职业权的理由。[14]由上可见，守旧派站在男权立场力图维护自身特权地位，在他们眼中，妇女在家相夫教子才是正当的，正所谓“终身深居闺闼，不出中庭，号为阃范，以为礼防。”[29]（P110）此外，若深入守旧派的深层心理，可体察出他们对女子进入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的焦虑。
（四）关于女子遗产继承权的论争

遗产继承权是维系男权制的根本，加之数千年以来，“国有风俗，素重男系，虽然同是一父母所生的子女，只有男子承受财产权，而女子则无承受财产权” [15]，因而女子继承权成为新旧双方论争的关键点。湖南制宪自治伊始，陈子博强调财产继承权在“五权”中的核心地位，“这个基础问题是什么？是改良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废除以男系为本位的经济制度，就是女子须有承受父母的遗产和保管财产权”，并申论之：“如果女子有了承受父母产权和保管财产权，打破以男系为本位的经济制度，改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那么，经济上个人财产已独立，与男子平等；自然教育和职业，可与男子将均等的机会发展；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可得到；不致为奸恶者极度者以无教育无职业为蹂躏女子人权的口实。经济既已平等，伦理上个人人格自会独立，婚姻自有自主权，不受何方面的钳制，何方面亦不能钳束他。”[9]陈俶
亦旗帜鲜明地提出：“应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如男女财产平等，一半为女子谋生活独立，一半是为男子减轻负担……欲解决此问题，非在宪法上规定不可。”[30] 
鉴于女子财产权极可能撼动男权制，守旧派竭尽全力予以反对，其理由可归纳如下：（1）女子迟早要出嫁，若继承父母的遗产，父母将徒损失其财产；（2）女子出嫁后，己方父母不再有抚养的责任，父母也就没有把财产留给女子的必要；（3）嫁出去的女子得到夫家的财产，假若再承受自己父母的财产，是一人获取两份财产。[31]（4）女子应自立，不能依赖遗产，即“要有自立的能力，不要稍带依赖的思想”。[32]对于上述论调，陶斯咏驳斥道：“此种论调，简直是不承认女子为国家的个人，仍视为家庭之附属物……女子既占国家的个人中之半数……女子之争财产，是要完成个人，改良国家口个分子，以财产为其教育及种种事业之用途，并且想改革中国古昔遗产制度之不善，以免断送全体男女青年。”[31]并提出“遗产制度如果一日不取消，女子应与男子有同等继承财产之权利之一日。” [26]陈子博声援道：“如果女子有了承受父母产权和保管财产权……那么，经济上个人财产已独立，与男子平等。”[9]毓明呼应道：“人类男女两性，世界各国公认为平等的，独我们中国女子不独种种权利没有，即经济也没有独立权。我们女子既是一个人，就吾国家的一份子，断不能受不平等的待遇。在这种遗产制度未曾打破之前，我们女子当然有平均的享受之权，断不能让男子独占。”[33]平江李六如在指出“遗产制终究要打消的，承受遗产是一种消极经济，不能说是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提出女子经济独立的根本办法是“各实业，机关，各交通机关，各公益机关，都应该一齐开放，使女子有从业的地位。”[34]
新旧两派之间最激烈的对决发生在1921年5月17日召开的制宪会议上。粟君认为“略谓兄弟姊妹都是父母所生……何必如此显分轻重，所以本席主张男女都宜有承袭遗产之权。”但其主张立即遭到周岐南的激烈反对，周以“男子承袭遗产是因有‘养生送死’、‘承祧’这两项义务”，“现在社会组织及家庭习惯都未改革”等理由予以反驳。陈俶悲愤填膺，上台演讲，泪随声下，责问道：“女子亦是人民不是？湖南言三千万人民，到底都是男子，还有一半是女子？诸君在此，到底是代表三千万人民，还是代表一千五百万男子？”并逐条批驳周之理由，但在最后的举手表决中未能通过。究其根源，在于男审议员站在自身性别立场维护男权制的企图，恰如署名“盾”的记者所言的“斤斤于夫权与男统” [35]。 
三、结语

透过《大公报》的历史卷轴爬梳湖南知识界围绕女界“五权宣言”展开的激辩，可真切感受到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抵牾、磋商与较量，尤其是渗透其间的性别冲突及其背后的权力角逐。
尽管湖南女界争“五权”的历程一波三折，但毕竟挑战和冲击了男权制，为女性冲破社会性别陈规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对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涌现的女子参政运动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正如《大公报》主笔平子所称颂的“女子参政这一个事情，已于日前在审查会通过，把他规定在省宪法上了。此是东亚破天荒的举动，此是中国的光荣，更是湖南的光荣！”并特此提出三点希望：打起精神，唤醒全国女界，大家争得这种权利；极力向知识学问的路上进行，做一些最好的成绩以为各省的模范；对于这不经血汗而成功的事情，勿轻易放过。[36]
在肯定湖南女界联合会争“五权”思想与行动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其局限性予以反思：首先，受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束缚，女性内化了男权制的社会性别规范。女界代表在女子参政运动中纵使表现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对“五权”的要求不可谓不激昂铿锵，但未能掩盖其对男性的仰赖，而男性议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大多以口头承诺虚与委蛇，致使“五权”中除参政权、平等教育权外其他各项未能通过。其次，广大普通女性的参与积极性未被调动起来，使群体力量过于弱小。参与女子参政运动的主体为知识女性，包括女校长、女教师和广大女学生，尽管请愿人数最多时达千人，但由于没有普通女性的支持与参与，相对于强大的守旧派势力而言，仍显得势单力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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